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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对刘禹锡七绝的诗学批评

洪迎华

(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 要］明清时期，刘禹锡的七绝从其创作中凸显出来，受到诗论家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其中杨慎
推许刘禹锡为元和以后第一家。在以盛唐诗为尊的主流观念下，中唐诗人刘禹锡的七绝能得到诗家的普遍
关注，乃因格调说自发源之初便表现出对诗人才情和诗歌声律的重视。而清人王夫之的批评和接受，不仅
展现了刘氏七绝自身的特色和贡献，而且打破了大多数接受者以盛唐绝句为最高典范的普遍看法，将刘禹
锡推上了“小诗之圣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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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现存诗歌八百馀首，从体式上讲，古
体、律诗、绝句均占有一定份量，而且无论五
言，还是七言，他都能随心驾驭，所以清人管世
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绝凡例》曾称赞道:
“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1］1562一般来说，
一位诗人在创作中能兼及各体，但在各种诗体上
的艺术成就并不能完全平衡。对刘禹锡诗歌的创
作成就，宋人有过精辟的评价，如黄庭坚 《跋
刘梦得三阁辞》说刘禹锡 “乐府小章优于大
篇”［2］卷二六，《漫斋语录》云 “刘禹锡长于歌行
并绝 句”［3］391，刘 克 庄 也 认 为 其 “绝 句 尤
工”［4］14，都指出了刘禹锡在诗歌体式上的擅场。
不过，这样的批评在宋元时期还只是横见侧出，
并未在刘诗的接受中占据主流。及至明清，在整
个文艺批评思潮的影响下，诗家们更热衷于总结
诗人的创作成就，于是刘禹锡艺术水平最高的七
绝便凸显出来，为接受者们推崇备至，从而使得
其诗歌地位进一步得到彰显。

一
明代 对 刘 禹 锡 推 崇 最 高 的 要 数 杨 慎

( 1488—1559) ，他在《升庵诗话》中说: “元和

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
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5］889并
先后两次摘选其诗为句图或者整首选录刘诗。在
杨慎的诗学思想中，由于特别重视诗歌创作中的
真情实感，他对善于言情的绝句一体表现出特别
的偏爱。不仅在理论上有关于绝句起源、音调、
体式等的考察和经典论述，而且还亲自编选了多
种绝句选本。《好古堂书目》卷四集部总集类记
载: “《唐绝六种》，明杨慎。” 《杨升庵外集》
卷首所列书目中亦有 《五言绝选》、 《绝句辨
体》、《唐绝增奇》、《唐绝搜奇》等多种。他在
《唐绝增奇序》中说: “予尝品唐人之诗，乐府
本效古诗而意反近，绝句本自近体而意实远。故
求风雅之仿佛者，莫如绝句。唐人之所偏长独
至，而后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场则王江宁，骖乘
则李彰明，偏美则刘中山，遗响则杜樊川。”［6］24

认为在各种诗歌体裁中最能代表唐人创作成就的
是绝句，这一论断显然是有见地的。而在他所列
举的由盛唐至晚唐的几位绝句大家中，刘禹锡名
列其中，并代表着中唐绝句的最高成就。由此可
以看出，他推许刘禹锡为元和以后第一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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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刘氏在他所喜爱的绝句上所表现出的创作
实绩。清人乔亿《剑溪说诗又编》云: “至于七
言今体，独出冠时，杨升庵以为元和后梦得当为
第一，可谓知言矣。”［1］1126就指出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气
候下，杨慎能对刘禹锡的诗歌如此推许，实属难
能可贵之举。杨慎出于李东阳门下，又生在复古
派前七子称雄文坛的时代。在 “李梦阳、何景
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
弃”、而“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
斯一变”［7］7307的时代风气下，杨慎不为时俗所
囿，主张广师博采，不拘一代。钱谦益 《列朝
诗集小传》谓其 “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
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8］354所以他
在激扬唐人绝句时，不惟称许盛唐诗人王昌龄、
李白，还对中晚唐的刘禹锡、杜牧予以推举。由
于他着眼于六朝对唐诗的开宗意义，对李何等人
最看不起的六朝诗人也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 比
如他高度评价庾信的诗为 “梁之冠绝，启唐之
先鞭”) ，因而注目于刘诗风格中流丽妍彩的一
面，赞 扬 刘 诗 “宛 有 六 朝 风 致，尤 可 喜
也”［5］890。在他的诗歌尤其是七绝中，我们也能
看到刘禹锡的影响存在。如:

神女峰前江水深，襄王此地几沉吟。蕚花温
玉朝朝态，翠壁丹枫夜夜心。( 《竹枝词》)

东浦彩虹悬水桩，西山白雨点寒江。烟中艇
子摇两桨，空里鹭鸶飞一双。( 《滇海竹枝词》)

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
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 《龙关歌》)
由于杨慎也有长期谪居西南、接触和体验各民族
奇异风情的人生经历，所以，他能自觉仿效刘禹
锡向民歌学习的创作态度，认真汲取当地民间歌
谣的思想艺术营养，以《竹枝词》等乐府绝句的
形式来展现四川、云南一代的山水景物和风俗人
情。他曾在《词品》中说 “唐人 《柳枝词》，刘
禹锡、白乐天而下凡数十首，……若情致则‘清
江一曲柳千条，十五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
别，恨无消息到今朝’”［9］卷二，并推举刘禹锡此首
为《柳词》之冠。如上所举，《龙关歌》、《滇海
竹枝词》两首笔触明丽，意境清新，有刘诗风韵。
但是，与刘禹锡的自然流美相比，他的诗总体上
显得秾丽宏博，更具六朝风采。

二
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思

潮大行其道的时代，刘禹锡的七绝能得到诗家的
关注，主要是因为格调说自发源之初便表现出对
诗人才情和诗歌声律的重视。李东阳 《麓堂诗
话》云: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
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
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
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
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
过为排偶之文而已。”［5］1369突出强调诗歌创作中
情思的自然流动，及由此形成的诗歌声韵上悠扬
起伏、可以咏歌的音乐性特质，所以他竭力推崇
元人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而杨维桢的乐府
诗在很多方面都接受了刘禹锡的影响。对刘禹锡
的民歌体乐府诗，李东阳也有过直接的称赏，他
曾在《麓堂诗话》中说: “质而不俚，是诗家难
事。乐府歌辞所载 《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
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 《竹枝》亦入
妙。”［5］1375显然，杨慎在诗学思想上受到了他老
师很大的影响。他主张 “诗以道性情”，同时对
诗歌的声调、韵律也有深入的研究。而刘禹锡以
《竹枝词》为代表的七绝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地方
就在于情思和音调的圆融与婉转。杨氏对刘禹锡
的七绝艺术虽没有具体的阐释，但可以推测，正
是才情和声调这两种元素，使他将目光投射到了
刘氏七绝之上，并发现了其中的炫彩之处。诚
然，杨氏所极力反对的复古主义者前七子在诗歌
理论上同样吸收了李东阳思想中性情和声律的因
素，但由于他们在批评和创作实践中过分强调格
调和法度，最终导致了摹拟之风盛行，不仅失掉
了诗人的真性情，而且将眼光局限在盛唐，对中
唐以下诗歌“一切吐弃”。但不可忽视的是，正
是因为格调说在理论上谋求 “声”和 “情”的
统一，后来在它自身不断进行调和、并取得发展
的过程中，刘禹锡的诗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肯定。比如明后七子之一谢榛 ( 1495—
1575) 《四溟诗话》云:

刘禹锡曰: “建安里中儿，联歌竹枝，聆其
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
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也。”唐去
汉魏乐府为近，故歌诗尚论吕律。梦得亦审音
者，不独工于辞藻而已。［5］1169

又批评道:
刘禹锡《再过玄都观》诗: “种桃道士归何

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句四去声相接，扬之
·21·



第 2 期 洪迎华: 论明清时期对刘禹锡七绝的诗学批评

又扬，歌则太硬; 下句平稳。此一绝二十六字皆
扬，惟“百亩”二字是抑。又观 《竹枝词》所
序，以知音自负，何独忽于此邪?［5］1187

就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和声律辨析的细致度而言，
谢榛在整个明代甚至在中国古代都是屈指可数的
一位。以上所引，也都是从声调、音律的角度去
观察刘禹锡的七绝 《竹枝词》和 《再过玄都
观》。由于谢榛目光所注，在于诗歌声韵的和
谐，所以他既称赞刘氏为 “审音者”，又指出其
音调上的失误之处。

又如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云: “禹锡有
‘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
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
最豪者。”［10］70陆时雍《诗镜总论》云: “刘禹锡
一往情深，寄言无限，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
成。‘南宫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旧
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
得? 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说也。”［5］1420可以看出，
胡震亨和陆时雍对刘诗的高度称赞，也是从声律
和才情这两个角度出发。 “语语可歌”，即明白
道出了刘氏绝句在音调上宛转流利、可以随口吟
唱的特点。至于才情，则不仅需要作者真情的自
然流露，还包含了才气的因素。胡氏说刘诗
“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陆氏说 “刘
禹锡一往情深，寄言无限，随物感兴，往往调笑
而成”，实际上都是指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以真情
发之，以气韵行之，一气呵成，最终达到了神化
无迹、而韵味自足的境界。正如陆氏所想往的，
“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
乎其间。”［5］1403这种接受态度的形成，一方面在
于，因受以李贽和公安派为代表的心学思想及
“性灵说”的冲击，在七子之后的晚明，师古和
师心逐渐走向调和，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由提倡格调逐渐向神韵转化，对历史
上诗歌成就的肯定也不再局限于盛唐一代，所以
刘禹锡的诗歌也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另一方
面，则与七绝这种诗歌体制自身的特点有关。七
言绝句起源于六朝乐府歌行，在艺术风貌上讲究
自然浑成、韵味悠远，最适于吟唱，也最宜于抒
情。论者对此有不少评述，如王世懋 《艺圃撷
馀》云: “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
致，其声可歌，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莫可
捉着。”［11］779沈德潜 《说诗晬语》卷上说: “七
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12］542

正是因为刘禹锡在七绝创作中达到了这种信手拈
来、自然入妙的境地，他的诗歌才受到如此推
崇，其《杨柳枝词》“清江一曲柳千条”一绝甚
至被胡应麟誉为“神品”［13］109。

三
刘禹锡七绝中这种随意吐属、语近意远的风

神也受到清人的赏叹，如李重华 《贞一斋诗说》
指出: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朱竹垞
云: ‘七绝至境，须要诗中有魂，入神二字，未
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
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
也。”［12］925在七绝史上，李白、王昌龄是古今公
认的大家。李重华将刘禹锡与李、王二人媲美，
可见其称许之高。李重华论诗重 “意”，同时又
认为 “意”必须通过 “运神”来抒写，所谓
“善写意者，意动而其神跃然欲来，意尽而其神
渺然无际，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12］921他
对刘氏“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
的称赞展示的即是这种一派神行的境界。他说:
“诗之尤贵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12］922，实际
上，推尚的也是绝句中自然天成、馀音袅袅的韵
味。这正和陆时雍等人对刘诗 “水到渠成”的
称道一脉相承，只不过在语言描绘上添加了更多
的神秘色彩。

必须指出的是，在接受者眼里，刘禹锡的七
绝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但他只是“元和以后”
的“第一”，在诗歌地位上仍不如盛唐名家，故
李重华下一断语: “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
为最。”这其实是明清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接受态
度，也关涉到唐绝句的分期和艺术高低问题。从
历史发展来看，七绝起自六朝乐府歌行，在初唐
时数量还不多，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作风板滞，
韵度尚乏。但进入盛唐以后，其艺术得以长足发
展，且大量入乐，播于人口，成为一种情韵双绝、
雅俗共赏的成熟诗体。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风格
炫异的七绝名家和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经典作品，
盛唐遂成为整个绝句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故昔人
论绝句，多标举盛唐、并推盛唐为法，其中尤以
李白、王昌龄为最。如谢榛 《四溟诗话》卷一
云: “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
稍有旁出者。作者当以盛唐为法。盛唐人突然而
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
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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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5］1143叶燮《原诗》云: “七言绝句，古今推
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
意俱不同，各有至处。”［14］74王士禛 《带经堂诗
话》卷四云: “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
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
场。”［15］110论绝句的压卷之作，也多列举盛唐作
品。而对杜甫之后的中晚唐绝句，则多认为快心
露骨、味短韵乏，在艺术上不如盛唐的融化浑成
和空灵婉曲，正如胡应麟《诗薮》所云: “盛唐
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
寻。中唐遂减风神，晚唐大露风骨，可并论
乎!”［13］114所以他即使称誉刘禹锡的《杨柳枝词》
为“神品”，但紧接着又说: “然置之王、李二
集，便觉短气。”概而言之，在以盛唐为美、为高
这一审美标准和价值评判下，作为中唐诗人的刘
禹锡，他的七绝因具有一气浑成、情韵悠长的盛
唐馀韵而受到了高度肯定，但其地位终不能超越
盛唐诗人。约举清代几位诗论家的评论为例:

刘梦得、李义山之七绝，那得让开元、天
宝。(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1］532

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
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 ( 沈德潜 《唐诗别
裁集》卷二〇) ［16］665

中唐六七十年之间，除韦、柳、韩三家古体
当别论，其馀诸家，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
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足以当之。 ( 翁方纲
《石洲诗话》卷二) ［1］1387

认为刘禹锡的七绝 “不减盛唐”、 “堪与盛唐方
驾”或者 “追逐龙标、供奉”等，评价甚高，
但依然是将盛唐绝句作为最高的艺术典范。

四
但王夫之的一段议论，则不仅展现了刘氏七

绝自身的特色和贡献，而且与明清时期其他读者
相比，他的接受将刘禹锡的诗歌地位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姜斋诗话》卷下云:

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
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
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
圣证矣。此体一以才情为主。言简者最忌局促，
局促则必有滞累; 苟无滞累，又萧索无馀。非有
红鈩点雪之襟宇，则方欲驰骋，忽尔蹇踬; 意在
矜庄，祗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笔口占之难，
倍于按律合辙也。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
其芳尘。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

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
为活谱。［12］18

其中用了不少笔墨谈论七绝创作之不易和才情对
于这一诗体创作的重要意义，云 “才与无才，
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从侧面体现了王
夫之对刘禹锡个人才情的由衷赞许。更重要的
是，王氏在七绝的发展史上，打破了大多数接受
者以盛唐绝句为最高典范的普遍看法，而将刘禹
锡推上了“小诗之圣证”的位置。

那么，他为何对刘诗有如此高的评价? 我们
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这与王氏的诗歌发展观紧密相关。王
夫之认为，唐代的诸种诗体都不是其独创，而是
由汉魏六朝而来，所以六朝诗高于唐诗。他说:
“唐之不逮陈、隋，犹宋之不逮唐也。”［17］361“六
代之作，世称浮艳，乃取唐音与之颉颃，则唐益
卑矣。”［17］337 “小诗”即绝句也是这样，他说:
“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
……自五言古诗来者，就一意中圆净成章，字外
含远神，以使人思; 自歌行来者，就一气中骀宕
灵通，句中有馀韵，以感人情。修短虽殊，而不
可杂冗滞累则一也。”［12］19 － 20五绝来自于五言古
诗，它应该具有五言古诗的风格; 七绝源于乐府
歌行，也就应该具有六朝歌行的审美特色。以此
标准来看唐代的七绝，他认为中唐高于盛唐:
“盖中唐人于此一体，殊胜盛唐; 中唐以兴会为
主，雅得元音故也。”［17］155所谓“元音”，即七绝
的原始特色，也就是六朝风格，中唐七绝因具元
音而优于盛唐。他最推崇的中唐诗人除了刘禹
锡，就是能 “步其芳尘”的白居易。这实际上
是一种重源尊古、贬抑新变的诗学思想。在明清
之际的文学背景下，它虽然打破了明代格调论者
普遍以盛唐为尊的局面，但却在整体价值观上贬
抑了唐诗。正如当代学人所言: “王夫之的诗学
肯定的是汉魏六朝审美精神，而不是唐代的审美
精神。七子派虽然认为汉魏高于唐，但在歌行、
近体方面也是肯定了唐诗传统，而王夫之在歌
行、近体方面也没有肯定唐诗传统，所以我们说
王夫之的审美观较之七子派更为褊狭。”［18］298

其二，就其接受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王夫
之认为初盛唐七绝不如中唐，在于其 “稍以郑
重，故损其风神”。所谓 “郑重”，即给人以凝
重、沉重和严肃之感，这实际上包涵了从立意到
形式两方面的内容。从题材内容上讲，初唐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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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绝中有一批应制唱和之作，而在盛唐七绝
里，边塞、征戍、迁谪、离别、宫怨、闺情等反
映社会现实、透射社会问题的伤感题材占了很大
比重，特别是反映边塞士卒生活、抒写宫情闺怨
的题材在盛唐七绝中大受青睐、并得到了最突出
的展现，有不少传世名篇，如李白的 《长门
怨》，被誉为唐绝压卷之作的王之涣的 《凉州
词》 ( “黄河远上白云间”) 、王翰的 《凉州词》
( “葡萄美酒夜光杯”) ，“七绝圣手”王昌龄于
此更是独占胜场。而在语言形式上，由于 “七
绝的古体阶段很短，没有等到出现稍可寓目之
作，就已律化，因此它与律诗的关系就特别密
切”［19］25。初唐七绝受格律诗的影响，音律、词
藻和对仗都极其讲究。到了盛唐，虽然出现了李
白这位 “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
工”［13］117的天才作家，但从整体上说，在律诗的
影响及文人气质的孕育下，七绝的语言显得雅
炼、含蓄和深永。而在王夫之眼里， “率笔口
占”、“不可杂冗滞累”的 “小诗”应具有轻快
流丽、风神绰约之美，初盛唐时期这种在内容和
形式上“稍以郑重”的七绝并不完全符合他的
诗体理想。所以他称赞 “七言绝句，惟王江宁
能无疵类”，但又批评其公认的经典之作 《出
塞》说: “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炼，
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
头重之病。”［12］19

而唐代七绝到了刘禹锡手中，又焕发出新的
风采。王夫之谓 “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
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主
要指刘禹锡向民歌挹取芳润而创作的民歌体乐府
绝句。民歌大都为劳动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因
触物起情而即兴创作，感情自然，语言清新，为
便于民间传唱，音节和谐流美，可谓本色天然、
声情宛尔，所以明人有 “真诗在民间”之说。
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如 《竹枝词》十一首、《杨
柳枝词》十一首、 《踏歌词》四首、 《堤上行》
三首等等，不仅在内容上以描写民间风土人情为
主，创作方法、表情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也具
有民歌作风。他往往直接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就
地取材，形之咏叹，如 《竹枝词九首》之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
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他多采用民歌中常
用的比兴手法和第一人称手法，以妇女口吻出
之，并以 “侬”或 “郎”搭配，如 《竹枝词九

首》其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
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它如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之谐音双
关手法、“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之重叠回环的咏叹方式，都使刘禹锡的乐府七绝
和民歌一样显得声情悱恻。而在语言上，“其词
稍以文语缘诸俚俗”［12］134，经过去粗取精、益以
文藻，既脱略了民间原始的鄙陋，又不失之本色
天然。“七言绝句自歌行来”，在唐绝日益精致
雅化的进程中，刘禹锡重新回到民间，向民歌挹
取芳泽，从而完成了文人绝句和民间歌谣的艺术
融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新自然、明媚隽永的
七绝风格。侯方域《与陈定生论诗书》云: “七
言绝句，初无盛晚。唐人已分两种，太白、龙标
自为一种，大历而后刘梦得最为擅场，又自一
种。”［20］卷三大概立论于此。这种创作方式和风
格，不仅与王夫之重源尊古的思想相契，也符合
他讲究“兴会”的创作理念和诗乐一体的诗歌
观念。他说“中唐以兴会为主”， “兴会”是他
对诗歌创作中艺术灵感或直觉理论的总结和阐
发，即他多次提到的 “即景会心”、 “即目成
吟”、“触目当心”等等。而刘禹锡的民歌体七
绝正具有民歌中触物兴情、信口成吟而意无拘
滞、一气流转的特色，正所谓 “宏放出于天
然”、“宛尔成章”。另外，王夫之重视诗歌的音
乐性，他说: “乐府动人，尤在音响。故曼声缓
引，无取劲促。音响既永，铺陈必盛，亦其势然
也。”［17］45又说: “意亦可一言而尽，往复郑重，
乃以曲感人心，诗乐之用正在于斯。”［17］8刘禹锡
的乐府小章音韵谐婉，取于唇吻，做到了音乐美
和抒情性的完美统一，所以在民间广为流播。以
上总总，都说明了，王夫之称誉刘禹锡为 “小
诗之圣证”，绝非夸口虚言或有意标新，而是其
诗学思想的必然产物。

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对刘禹锡七绝的推
崇已是其诗歌接受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杨慎、胡
应麟、王夫之、王士禛、沈德潜、翁方刚等诗学
大家，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各不相同，但皆对之
交口赞誉。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绝凡例》称
刘禹锡为“绝句中之山海也”，《诗法萃编》卷八
称其七绝“善写情状，可为后学楷模”，如此等
等，也都是极高的评价了。而且明清诗人在创作
中向刘禹锡寻觅法门的，亦不乏其人，如前引文
中王夫之称汤显祖、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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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得为活谱”，杨际昌在 《国朝诗话》中谓王
士禛的七言绝句 “以梦得、义山、牧之为
宗”［1］1667，特别是明清时期《竹枝词》的创作盛
行于世，更能说明刘禹锡的七绝艺术不仅得到了

较高的诗学评价，而且在创作中也发生了一定的
影响。由此言之，正是明清接受者对刘诗较广范
围的集中接受，肯定了刘禹锡最突出的文学成就，
也奠定了他在古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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